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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能力是国家维护市场运行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基础性能力，国家能力理论强调国家作为

一个独立的发展主体而存在。在总结国家能力影响经济发展的现有基本假说，即国家生产性角色假说、国家
能力的强互补性假说、“税收—发展”假说、国际援助具有资源诅咒效应的“鲍尔悖论”、战争提升国家能力的
“辛兹－梯利”假说和国家能力陷阱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中央集权封建社会的国家能力长期锁定在低水
平的基本事实。在利用国家能力理论研究中国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收入
主要来自以交易性收入为基础的国有企业利润，从而使财政收入( 税收收入) 占 GDP 指标失真: 采用财政收
入高估，采用税收收入低估。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以企业为主的税制结构，导致间接税比重高，单独采用所得税
比重数据失真。现有国家能力理论对产业发展能力和安全能力的忽视等，都是研究中国国家能力必须注意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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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经济的典型特征是强政府和强市场的共

生，但传统发展经济学对市场发展的强调，远远超

过了对政府发展的强调。这让人们误以为随着市
场发展，政府自然而然会变得强大起来，从而国家

能力的提高只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 Besley
and Persson，2011) ［1］。甚至还有人认为政府越
小，市场发展会越好。但这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基本发展共识是: 历史上

的强政府和发达经济背后的强大国家能力，是政

治精英阶层有意识、有目的、有步骤国家建构
( States Building) 的结果，而国家治理和国家建构
的核心就是增强国家能力( 段炳德，2016; 刘晓
路、郭庆旺，2017; 吕冰洋，2018) ［2］［3］［4］。也就
是说，在国家能力的框架下，政府有政府的发展，

市场有市场的发展，政府发展和市场发展是两个

并行而相互补充的发展维度。
在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的研究基础上，国际经

济学界正展现出研究国家能力发展效应的热潮。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位

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国内
学术界对国家能力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成果依然

集中在政治学、社会学和财政学等领域，国内经济
学界对中国国家能力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还

远远不够。本文旨在评述国内外关于国家能力与
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论述了国家能力的含义、重
要性、度量、主要假说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总结出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背后的国家能力长期

锁定在低水平的基本事实，分析了研究中国国家

能力所必须面对的挑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国家能力的政治学综述有很多。本文把重点

放在经济学范围内，立足于述评和分析国家能力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所说的经济发展，首先
是指长期经济增长，进一步可以引申为经济增长

的基本要素构成，如( 公共和私人) 资本形成、劳
动供给、技术进步和创新等。针对国家能力理论
在在政治学中的“国家学派”地位 ( 曹海军，
2013) ［5］，我们也可以把以国家能力为核心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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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宏观经济学称为“国家发展经济学”。

一、什么是国家能力?

作为政治学的“舶来品”，国家能力( State Ca-
pacity) 一词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回归国家学
派”的带领下、“国家”概念重归政治学的核心地
位的过程中。“国家学派”将国家视为政治和经
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能力的行动者、行为主体、基本
分析单位和逻辑起点，与此前的社会中心主义形

成了对比。在 20世纪后半期的全球化背景下，以
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强调

以公共选择为基础的个体政治行为分析及国家功

能“最小化”。社会中心主义将社会现象视为自
变量，而国家只是社会现象的因变量或者从属变

量，本质上忽视了政治的独特作用 ( 曹海军，

2013) 。从世界范围看，尽管不作为的政府和掠
夺性国家( predatory state) 比比皆是，但几乎没有
证据表明弱小的政府对经济发展有利。
从强调国家利益应当独立于统治集团利益和

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国家自主性”角度出发 ，斯
考切波( 2007) 将国家能力归结为政府有效管理
的能力，即国家贯彻和实现自己目标、意志的能
力。曼恩( Mann 1986) 将国家能力理解为国家穿
透市民社会，在全领域理性实施政治决策的“基
础性权力”。朱安东等( 2012) 将国家能力归结为
“国家管理调控经济以使经济最大化地实现繁荣
与稳定的能力”，包括议程设置能力、财政汲取能
力和经济管理能力等。可见，国家能力在很大程
度上就是政府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能力。
米格代尔( Migdal，2001) 看到各国国家实践

趋异、观念趋同，认为国家能力要透过社会( 社会
中的国家) 来实现，把国家能力分为渗入社会能

力、调节社会关系能力、从社会中提取资源、配置
与运用资源能力四部分。福山( Fukuyama，2004)
把国家能力引申为国家制度能力，认为国家建构

就是新政府机构的创建和现有政府机构的加

强［6］。Acemoglu et al ( 2016) 认为国家能力的增
进表现为某项新国家功能的出现。从政治学家们
的基本共识来看，现代国家能力基本包括抽取能

力、引导能力、司法能力和强制能力四部分 。贝

斯利( 2010) 提出缺乏国家能力的表现是: ( 1) 政
府无法有效地获得税收收入; ( 2) 不能提供足够
的基础设施来支持和管制市场; ( 3) 国家经常面
临内部失控。这三种表现所对应的国家能力，可
以归结为财政能力、司法能力和安全能力。
贝斯利和佩尔森( 2019) 的国家能力指标只

包括财政能力和司法能力，两者之间具有互补性。
财政能力集中于国家的攫取角色，表现为一个国

家是否以管理、监督和执法的形式从诸如收入
和消费的广阔税基中获取收入，用以为其居民提

供收入和服务。司法能力考虑的是以保护私人
产权为核心的国家生产性角色，表现为通过道路

交通和电力供应等物质形式来促进私人部门生

产率的提高，或者提供法庭、受教育的法官和登记
员等形式的必要基础性制度设施，以提供监管和

保护私人产权与执行契约等法律服务的形式来

提高私人部门收入。本文这样理解上述国家能力
框架: 对于市场来说，财政能力是攫取，保护产权

是( 生产性) 协助; 而对于政府来说，财政能力是

权力和( 抽取性) 收益，保护产权则是对政府的约

束和服务支出。在理论框架上，国家能力体系表
现为一种制度制衡性结构。虽然国内学者并没有
注意这一点。

Dincecco( 2017) 强调“麦迪森式”制衡。詹姆
斯·麦迪森( Madison，1788) 在《联邦党人文集》
中提出“建构一个人管人的政府最难的是: 你必
须首先使政府控制被管之人，然后强迫政府控制

自己”。财政集权是政府控制被管理者的主要手
段，也是建立有效国家( Effective States) 的必要条
件( 条件 1) 。政府自我控制能力能确保政府将财
政集中的收入实际用于支持经济发展( 条件 2) ，
这就需要财政公正管制制度( 条件 2A: 议会财政
至上以常规监督政府财政行为) 和分配性政治

( 条件 2B: 议会中的强势集团动机) 。满足条件 1
到条件 2( 2A 和 2B) 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逻辑
排序过程，更是欧洲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从财政旧

体制到财政集权，再到有效国家的真实转型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国内政治学界，国外经济

学界则显示出更强的共识。相应的英文表述基本
是 State Capacity及对应的国家建构( Nation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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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或 State Building) 过程( Fukuyama，2004) 。这
也意味着，国外研究国家能力对经济发展影响的

文献比较集中。
国家能力也取决于我们站在什么角度谈“国

家”。如果站在社会的角度，国家就是独立于社
会的自主性; 站在个体角度，国家就是架构在个人

之上的制度性架构，国家能力是一种不能向个体

分解的机构权力; 如果站在对外关系的角度，国家

能力侧重国家主权能力; 如果考虑中央地方关系，

国家则是规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基础性框架。从经
济发展的角度，经济学家依然习惯于把国家能力

理解为国家维护市场运行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

基础性能力。在作用机制上，国家能力是保证国
家政策执行的基本能力，是更深层次的基础性制

度变量。

二、国家能力为何重要?

自贝斯利和佩尔森 ( Besley and Persson，
2008; 2009) 开创性地把“国家能力”引入经济学
开始算起，经济学家对国家能力的研究已经超过

了十年( 柳庆刚，2013) 。而关于国家能力的实质
性内容，即国家从经济中抽取资源以提供基本公

共品的财政能力，支持市场、保护契约与私人产权
的司法能力和保护国家免遭内忧外患的安全能

力，则是经济学国家兴衰探源的经典主题。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将政府征税和支

持市场这些在发达国家司空见惯的国家能力视为

理所应当，但这些政府功能对于大多数欠发达国

家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 Acemoglu et
al，2015) ［7］。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上述功能
上的差距，体现了国家能力差距。国家能力的相
关研究，在理论层次上比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

济学更加深入，这一点在经济发展这个主题上表

现得尤其明显。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国家能力上
的欠缺，使基于发达国家经验的新古典经济学，特

别是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和在此基础上形

成的政策建议，对破解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困境没

有任何实质意义。所有政策都要面临国家能力的
约束，这也是很多欠发达国家在现实中采用次优

政策和次优制度的原因( Acemoglu and Ｒobinson，

2013; Ｒodrik，2008) 。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并不是
不知道如何设计精妙的发展政策，而是缺乏实施

这些政策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和基本能力。对于缺
乏国家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再漂亮、再精致的政策
设计都只能是镜花水月。

三、国家能力的度量

定量化是可证伪的重要前提。尽管国家能力
对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如此重要，学术界对如何

度量国家能力依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总
体来看，衡量国家能力最重要的总量指标是用宏

观税负表示的财政能力( 包括预算外或者非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政治学对应的词汇是国家汲取能

力和摄取能力) ，因为其代表了国家抽取公共资

源并将其用于国家意图( 战争、人口转型、外债偿
付和处理内乱) 的可能性空间。作为国家自主行
为的基础，任何性质的国家职能发挥，都必须以一

定的财政收入和国家汲取作为支撑。从国家能力
体系看，财政能力是国家能力的基础。
财政收入有多种形式，不同收入形式意味着

不同的国家能力。始自熊彼特 ( Schumpeter，
1918) 的财政社会学，从国家收入形式( 包括私人
部门税收、国企上缴利润和自然资源租金) 角度
把财政国家类型划分为税收国家、自产国家和租
金国家三类。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的财政国家类
型对应着不同的治理质量: 税收国家特征越强，治

理质量就越高; 租金国家特征越强，治理质量就越

差( Moore，2004; 马骏、温明月，2012) ［8］［9］。所以
财政能力的首要指标是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
( 或者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 。在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的基础上，有文献区分了所得税和贸易
税对国家能力的不同含义，并认为所得税份额

( 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 是比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更重要的财政能力度量( 贝斯利和佩尔
森，2019) ，从而构成了财政能力的第二层指标。
在此基础上，非交易税比重( 税收收入中的非交

易税份额) ，以及交易税份额与所得税份额的差

额，还有非正规经济的比重，是衡量财政能力的第

三层指标。当然这三层财政能力的指标高度正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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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较高的税收比重可能是政府掠夺私人

市场的表现。要想避免这一点，就需要严格的私
人产权保护。司法能力的核心是保护私人产权，
这是国家能力的生产性角色。常见的私人产权保
护指数是采用国际国别风险指引( International
Country Ｒisk Guide，ICＲG) 中的政府的反转移政
策指数( Government Antidiversion Policy Index ) 。
ICＲG本身是一系列主观感受指数的汇总，在宏观
发展文献中普遍用于衡量私人产权受保护的程

度。世界银行营商环境( Doing Business) 指数排
名也是衡量产权保护的常见指标之一。除此之
外，还有文献采用了营商环境中的财产登记( reg-
istering property) 便利度国家排名、信贷可得( ac-
cess to credit) 便利度国家排名、契约执行( enfor-
cing contracts) 国家排名三个指标。与财政能力
指标的显著相关性相比，司法能力的上述五个指

标之间尽管也存在正相关，但是显著性水平和相

关系数要比财政能力小得多。
如果国家能力不仅仅包括财政能力，那么如

何计总不同类型的国家能力，以形成国家能力总

指数就是一个问题。一种常见的方法是将国家能
力的各个部分分别测算( 朱安东等，2012) ［10］，但
非财政能力往往难以定量化。繁荣支柱指数
( Pillars of Prosperity Index) 采用所得税份额衡量
财政能力，司法能力则采用了“营商环境调查”中
的契约执行指标，把国家能力定义为财政能力和

司法能力的简单平均数。这种方式虽然也能说明
一定的问题，并且比复杂的加权更容易取得共识，

但对中国研究的可适用程度依然有待分析和验

证。在国际比较中，使用财政收入比重所代表的
国家财政能力依然最为常见。

四、关于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学
假说

目前关于国家能力的基本假说有:

1．国家生产性角色假说。国家能力对经济发
展的推动作用，来自于国家能力具有的生产性角

色。文献对国家生产性角色的强调，主要集中于
司法能力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功能，这符合大多数

发达国家的典型事实和机制。产权保护有助于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塑造积累私人资本的动机和刺

激私人投资，纠正了由于私人产权缺乏充分保护

而没有把资源用于最有效用途所带来的效率损

失。缺乏产权保护导致的资源错配会阻碍人力资
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从而使静态资源错配升级为

动态资源错配，这就使国家对市场主体的司法保

护具备生产性。司法能力建设还有助于防止私人
产权被腐败官僚掠夺。

图 1 财政能力和司法能力互补性

说明: 横轴表示司法能力( 用私人产权保护指数来衡量，单位

为 1) ，纵轴表示财政能力( 用税收占 GDP 的份额来衡量，单位

为%) 。图形来自 Besley and Persson( 2011) ，正相关性对应着财
政能力与司法能力之间的互补特征

2．国家能力的强互补性假说( 图 1) 。“幸福
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这一点对于国家间的比较同样适用。繁荣富裕的
高收入国家往往具有高财政能力( 高税率、高所
得税比重、更高的正规经济比重) 、高司法能力
( 更高的政府反转移能力、更高的财产登记便利
度、信贷可得性和契约执行) ，也往往更有机会享
受和平( 较少国内叛乱和镇压) 。贫穷的国家可
能一无所有: 征不到税，低契约执行，国内动乱如

影随行。这种“发展集群”现象，意味着国家能力
体系的不同部分之间具有强互补性。贝斯利和佩
尔森( 2019) 用超模函数来表征财政能力和司法
能力之间的强互补性，并以此来建立经济发展的

安娜·卡列尼娜矩阵。
3．“税收—发展”假说。经济学对“小政府”

的迷信由来已久。不但要求政府功能最小化，而
且很大程度上强调自由放任。但从国家能力的角
度看，弱小的政府对经济发展显然不利。卡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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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ldor，1963) 认为“政府通过提取公共收入来促
进经济发展的角色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财
政能力的实证研究，揭示了税收占 GDP 比重、所
得税占税收总收入比重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的

典型事实( 图 2) ，因此国家税收与经济发展的关
键问题是破解“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征税如此之
少”? 需要求解“一个政府如何才能把税收占
GDP 的比重从 10%提高到 40%”( Besley and Per-
sson，2013; 2014) 。这一反之前关于“低税收促进
经济发展”的传统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家
观。对于亚当·斯密关于“轻税、非战和可容忍
的司法( peace，easy taxes，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的著名论断，经济学家认为轻税并不
是低税率，而是抽取税收的简便性，即“易税”。
因为扩大税源往往比提高税率更容易，所以关心

税收的政府更倾向于发展市场。

4．国际援助具有资源诅咒效应的“鲍尔悖论
( Bauer Paradox) ”。来自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发展援助能否促进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 尽管有

马歇尔计划的成功案例，但现金援助的弊端正在

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经济学家强调，援助不但
会挤出受援国的财政能力，还是制度恶化和政治

动乱的重要根源。彼得·鲍尔将其总结为“一个
没有征税能力的政府，也不可能具有将援助用于

生产性用途的能力”( Bauer，1975) 。这就是“鲍
尔悖论”。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说: “如今在
非洲，我们认识到是贸易和投资，而不是援助，是

发展的支柱。”援助国苛求援助的短期绩效，很难
在增强受援国国家能力上倾注太多。发达国家的
援助不是在增强贫穷国家的国家能力，而是在培

养发达国家自身的援助能力。

图 2 财政能力( 左) 和司法能力( 右) 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性

说明: ( 1) 左图是财政能力，横轴采用全部税收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 右图是司法能力，横轴采用私人产权保护指数来衡量。( 2) 两

幅图的纵轴都是对数人均实际 GDP( 2011年不变本币价) 。( 3) 财政能力数据为 2000—2009年均值，其中 GDP 数据来自 Feenstra et al．

( 2015) ，税收 /GDP 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收入纵向数据库( World Ｒevenue Longitudinal Database) 。( 4) 司法能力的人均 GDP

采用 2010年对数人均 GDP( 2011年不变本币价) ，私人产权保护指数来自 2010年国际国别风险指南( International Country Ｒisk Guide) 中

经过标准化的政府反转移政策( 0～1之间) ，政府反转移政策是法律与秩序( law and order) ，官僚质量( bureaucratic quality) ，腐败( corrup-

tion) 和投资风险( investment risk) 四部分的均值。( 5) 图形来自 Dincecco( 2017) ，数据中排除了 2000年在 100万以下人口的国家

5．战争提升国家能力的“辛兹－梯利”假说
( Hintze－Tilly hypothesis) 。“战争塑造国家，国家
发动战争”。用发动战争来提升国家能力，意味
着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有组
织犯罪( Organized Crime) ”( Tilly，1975) 。国家财
政抽取能力的提升与民族国家军事上的成功紧密

联系，使对外战争成为塑造现代国家和提升国家

能力的重要渠道( Tilly，1985) 。历史上为了应对

外部战争威胁，美国、英国、瑞典等国家的税收体
制经历了大幅度的改革和扩展，成为其国家能力

提升的历史性时刻。从数据看，一个国家处于战
争时间每多 20%，其当下抽取的税收占 GDP 的比
重就会高 10%。同时产权保护指数与战争频率
正相关( 尽管司法能力并不属于传统“辛兹－梯
利”假说的范围) 。

6．国家能力陷阱假说。弱国家( weak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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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掠夺性国家( predatory state) 的持续，意味着国
家能力陷阱的存在。就财政能力而言，因为弱国
家的制度非凝聚性，在位者没有动机提高财政能

力，这将严重影响该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从

而陷入弱财政能力陷阱。在掠夺性国家下，在位
者不进行任何的司法能力投资，把私人生产者暴

露在精英的掠夺面前。国家不给生产者提供法律
保护，使国家终结于掠夺性司法能力陷阱。影响
政治稳定的力量，都是提高政治改革的成本。国
家强制力所具有的内在扩张性，方便了国家代理

人攫取个人私利和操纵政治进程( 国晓光、王彩
波，2015) ［11］，虽然国家能力本身就是民主的基
本制度保障( 袁则文，2013) ［12］。

五、国家能力影响经济发展的证据和机制

国家能力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还处在起步

阶段。除了司法能力强调国家保护私人产权以促
进私人投资、提供公共品和促进公共投资之外，经
济学家还强调网络外部性等。
从常规效应看，国家提供的公共品，例如国内

法律和秩序、安全的私人产权和对抗战争威胁的
国防，都可以促进私人个体投资。产权保护还有

利于促使私人部门采用新机器，投资技术创新以

推动长期技术进步。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经典证
据。此外，具有网络效应的国家干线公路网降低
了企业运输成本，促进了国内贸易; 国家推进的大

众通识教育，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个

体生产率，并通过知识外溢提高总体效率; 推动共

同价值观的建立和国家认同，有助于建立全国统

一市场，从而可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规模经济; 日

益庞大的社会支出，如住房、健康、退休、失业等，
有助于降低创新类生产性活动的高风险; 通过累

进税制来消除社会不平等对发展的危害，促进社

会公平与稳定。
所有这些经济增长机制的实现，都要求一个

现代国家和国家制度的存在。现代国家和现代经
济增长是共同出现的，现代国家制度建立及其带

来的政治文明和民主化制度保障，本身就是人类

发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实际上，作为高于州和
地方政府的实体，“联邦”和“联邦主义”的最早出
现，就是在强调州层面以上的财政集权( 而不是

分权) 。Acemoglu et al． ( 2016) 认为财政集权改
善了居民组织起来需求公共产品的能力。

图 3 英法两个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人均收入变化

说明: ( 1) 左图是英法对比，实线是英国，虚线是法国，分界年份为 1688年光荣革命，导致英国从财政集权进入到有效国家; 右图是

法国和西班牙，实线是法国，虚线是西班牙，分界年份是 1789年法国大革命，导致法国从旧体制转向财政集权。( 2) 横轴是时间，纵轴是

人均收入，单位为黄金克。( 3) 图形数据来自 Dincecco( 2017)

尽管 20世纪后半期发达国家纷纷出现了财
政分权( 尤其是支出领域) 的趋势。但在此前的
若干个世纪里，这些国家的基本趋势都是财政集

权。正是基于此，所有研究财政分权的文献，都暗
含着有一个强大的可以“合法性垄断使用暴力”
的韦伯式中央政府存在，所以分权理论才不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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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外部战争、国内动乱，而仅仅集中于支出效率。

这只能发生在政治稳定、秩序良好、地区冲突可控
的前提下。在 1815年之前，几乎没有历史证明自
由放任的、有限分散的中央治理水平会加速经济
增长( O’Brien，2012; Dincecco，2017) 。

西欧成为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共同发

源地，来源于其在工业革命之前异常艰难的财政

集权过程。历史数据证明，在 1750年英国工业革
命发生之前的 80 年 ( 1650—1730 ) 里，在人均
GDP 增长不到 25%的情况下，有效国家建立使英
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 80%，并呈现出持久上升的
趋势( Mokyr，2009; Maddison，2013) 。这个时期
没有财政集权的法国，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变化

( 见上页图 3 左) 。是否采用有效国家来建构国
家能力，成为工业革命到来前英法人均收入趋势

性分化的主因。

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发生在 1870 年之后
( Mokyr，1998) 。在此之前的 1700—1830年，在人
均 GDP 增长不到 20%的情况下，法国的人均收入
增长超过了 160%。主要是归因于 1789年的法国
大革命期间拿破仑采取的财政集权改革措施，导

致法国的平均收入达到人均 7．82 黄金克，比财政
集权之前平均高了 80%。与之相比，西班牙在
1840年之前没有财政集权措施，人均收入也几乎
没有增长( 见上页图 3 右) 。1650—1913 年( “一
战”前) 西欧国家层面的财政改革，解释了英法之
间平均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差异的一半( Dincecco
and Katz，2016) 。

Acemoglu et al． ( 2015) 从网络角度专门关注
了地方国家能力。哥伦比亚的殖民传统和地方化
治理，为衡量都市区的公共品供应对相邻地区经

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理想的自然实验。通过估计
本地国家能力对本地经济、相邻地区、邻里国家能
力的最优响应函数，Acemoglu et al．( 2015) 发现本
地和邻里( 地方) 国家能力对繁荣和公共品供给

有较大影响。基于同样的出发点，Acemoglu et al．
( 2016) 采用美国邮政局的数据，发现 19 世纪邮
政局的出现和数量与专利数量的快速增长显著

相关。

六、中国历史周期律背后的国家能力锁定

中国历史周期律的背后，是持续的低国家能

力和国家能力的长期锁定。这里所说的国家能力
锁定，首先表现为作为国家能力首要指标的财政

能力( 财政收入比重) 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从中
国的传统治国理念来看，减税被视为“明君”，低
税负是一种“仁政”，很少被视为是国家缺乏财政
能力的表现。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税收是一种
负担”的国家观，低税率在古代往往也被视为具
有更强的政权合法性。
法国大革命之前欧亚国家的财政能力对比

显示: 抽取能力最强的是英国政府，其次是法国，

中国排在最后，仅次于奥斯曼帝国。这表明集
权中国一直以低税率来维持整个清王朝统治，人

均财政能力不到同期英国的 1 /12。Perkins
( 1967) 认为整个帝制时期的政府收入从未超
过 GDP 的 4%，国家财政只占国民经济极小的比
例，从而政府收入不足是工业化的障碍。过低的
财政能力导致了日后连绵不断的内外战争，也成

为低税率( 低财政能力) 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典型

案例。
与清末相比，中国早期的财政能力更差，至少

在制度上如此。代谦( 2016) 分析中国自秦王朝
开始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制度时认为，相对于春秋

时期盛行的“封建制”，“郡县制”极大地提高了政
府动员社会资源的国家能力，不但满足了农耕文

明发展的需求，也使国家能够在春秋战国时期激

烈的竞争中胜出。但考虑到对中国封建( 或者中
央集权) 社会时期居民生活基本处于低水平“马
尔萨斯陷阱”的基本判断( 麦迪逊，2007 ) ，封建
( 中央集权) 社会时期的历次农民起义和王朝更

迭，都没有走出“低国家能力陷阱”，也没有赶上
工业革命之后的几次世界发展浪潮。
工业革命的光芒没有照耀全球 ( 张平，

2006) 。从 18世纪后半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的近 200年里，欧洲及其后裔( 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等) 快速走上工业化道路，中国依然停留

在农业社会状态。在此期间世界生产提高了 8
倍，人均收入提高了 3 倍( 其中美国提高了 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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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提高了 4倍、日本提高了 3 倍) ，中国的人均
收入实际上却出现了下降。近代史只是中国国家
能力长期锁定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见证。从更长
的时间来看，从秦统一六国到辛亥革命长达 2000
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国家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似

乎被由农耕、科举和中央集权官僚制构成的“超
稳定结构”长期锁定。除了财政能力过低之外，
政治结构的锁定在维持中华文明长久繁荣不被外

族同化的同时，也在近代错失了向世界先进文明

追赶的机会。
图 4是在世界长期增长趋势背景下，采用对

中国历史产出估计的麦迪森计划数据(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采用 2011年美元人均 GDP 和适
于国际比较的多基准估计变量 cgdppc) ，建构了
中国长期国家能力比较演进图。可以看到: ( 1)
从夏商开始算起直到 1900年左右，中国的人均产
出和国家能力呈现出农业社会马尔萨斯陷阱内的

长期锁定。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伴随着周期性出
现的农民起义、王朝更迭、阶段性的农业生产工具

革新和生产率改进，整个中华民族随国家版图扩

张和收缩而周期性地出现繁荣兴盛和萧条衰退，

但居民的生活在每个周期的顶峰和平均值都没有

出现实质性改善( 至少按照麦迪森的估计如此) 。
( 2) 伴随着 18 世纪西欧工业革命的爆发和技术
扩散，欧洲及其后裔( 北美、澳大利亚等) 开始明
显逃离马尔萨斯陷阱，进入以工业化为起点的现

代经济增长阶段。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能力锁定
明显不适应新的产业、技术和新的财政与司法制
度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 也不能很好地吸收工

业国家的技术扩散) ，表现为整个近代史时期欧

美国家能力的极大提升与中国人均 GDP 下降和
国家能力丧失的对比，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3) 除了中国中央集权封建社会明显的国家能力
锁定外，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 新经济分

叉) 等经济增长中的长期停滞( 甚至倒退) ，也可

能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国家能力锁定。影响政治稳
定的力量，都会极大地提高政治改革成本，减弱朝

向更具凝聚性制度改革的动机。

图 4 长期增长背景下的中央集权封建社会的国家能力锁定

说明: ( 1) 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横坐标的年份显示的是有数据的年份，并非等间隔设置。采用等间隔设置会显示出马尔萨斯贫困陷

阱存在的时间更久; 而突破贫困陷阱之后的现代经济增长只发生在“100码足球场距离球门线不足 2英寸、几乎要触及底线的地方”( 琼

斯，2002) 。( 2) 图形由作者制作，数据来自麦迪森计划数据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18版( Bolt，J． et al( 2018) ，可以从 www．ggdc．net /

maddison下载) ，长期增长基本走势来自于张平( 2006) ，长期增长显示了经济体处于贫困陷阱的长期性和处于中等收入陷阱、高收入陷

阱时可能出现的经济分叉，包括人均 GDP 震荡、继续提高或者下降三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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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封建社会和传统中央集权制度的终结，

在英国工业革命向全球扩散的背景下，清末的新

政与立宪等一系列改革，无疑是打破封建社会

“国家能力”锁定、追赶世界技术前沿的大胆尝
试。但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匆忙废除以科举为
核心的政治精英选拔制度，加上大规模的群体性

事件，都极大削弱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国家能力，加

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Bai and Jia，2016; 王鸿铭，
2016) 。
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低国家能

力，尤其是低财政能力( 财政收入比重过低问

题) 。一种解释是与欧洲的长期分裂和内斗相
比，中国的长期统一使得没必要为对外战争而抽

取财政资源，也就没必要因为政府大量抽取资源

而去对政府官员进行公众监督和强制衡，从而妨

碍了现代国家财政制度和有效国家的建立。中华
地域广袤，管理税务官的难度极大，税官的征税行

为，可能会惹怒纳税人而威胁政权稳定。这又导
致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亚洲“小分流”( Sng and
Moriguchi，2014) 。Ma 和 Ｒubin( 2016) 认为，通过
设置低税率和弱征管，可以给税官的贪污行为预

留空间，增加税官对制度的忠诚维持政治稳定。

七、国家发展经济学在中国面临的挑战

国家能力研究立足于解决如何让政府看起来

“像政府”的问题。对于市场发育不完善的发展
中国家政府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政府本身“像新
古典教科书中的政府一样”运行，而是要保证市
场逐步可以“像新古典教科书中的市场一样”运
行。这意味着经济学对制度的考察已经由制度转
向能力，从制度本身转向制度效果。在不同的政
治制度下，多样化的资本主义( Varieties of Capi-
talism) 可以具有相同的国家能力。中国的国家能
力与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为

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制度能力。初期的一
系列财经制度改革，例如 1952 年的“统一财经”，
更是极大地增强了国家抽取能力。考虑到国民政
府时期政府预算占 GDP 比重的最高值应当是
1936年的 8．8%，那么 1949 年达到 16%、1953 年

超过 30%的财政收入比重所代表的国家财政能
力的历史性巨大进步，是同期同水平的其他国家

无法企及的。将国家抽取能力永久性地提高到整
个计划经济时期的 30%以上的原因，主要是新中
国“国有企业利润”和“工商业税”这两个新税源
的确立( 王绍光，2002) 。而后建立的计划经济体
制，将国家的抽取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发挥到了

极致，使中国的国家能力远远超过了同水平、同时
期独立的大部分国家，尽管发展绩效并不理想。
这意味着采用财政收入比重来衡量计划经济时期

的国家能力( 尤其是财政能力) 可能会存在高估

问题，因为政府收入中有大量的通过国有企业提

供私人产品而获得的“交易性收入”。当然，也可
以直接采用税收占 GDP 比重数据，来说明计划经
济时期的国家能力并没有财政收入表现得那么

高。但在计划经济长期的“税收无用论”下，税收
占财政收入比重只有 40% ～ 50%，从而仅采用税
收数据会严重低估国家财政能力。在计划经济体
制下，采用财政收入比重导致的财政能力高估和

采用税收收入比重导致的财政能力低估会同时存

在，怎么衡量就是个问题。
改革开放后的税制结构因素对国家能力的影

响，也让研究者很难回避。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中国基本建立了以企业为中心的税制结构，大

量的税收采用消费税基而不是所得税基。分税制
改革后，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被增值税和消费

税所强化，一直延续到今天( 付敏杰，2016) 。这
也就是说，考虑到增值税的巨大筹资能力，单独采

用所得税占税收收入份额来衡量财政能力会导致

低估。如何较为准确地、用符合中国制度特征和
典型事实的方式去衡量改革开放 40 年的国家能
力，尤其是财政能力演进，是摆在理论和实证研究

者面前的新问题。新时代以来国家治理背景下税
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尤其是作为直接税的个人

所得税改革和房地产税的建立，以及背后的直接

税征管制度改革和以社会统一代码为核心的税收

遵从制度改革，无疑是增强国家能力的重中之重

( 付敏杰等，2017) ［13］。
采用国际通用指标对中国国家能力的误判，

或者中国实际国家能力对已有国家能力理论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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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集中地反映在 Besley和 Persson( 2011) 对全球
150个国家繁荣支柱指数得分排名的预测误差
中。中国的繁荣支柱指数得分为 0．607。其中和
平得分 0．823( 在有数据的 147 个国家中排名 37
位) ，国家能力得分 0．435 ( 在有数据的 145 个国
家中排名 65 位) ，收入得分 0． 563 ( 在有数据的
149个国家中排名 79位) 。从繁荣支柱指数内部
的三个分指数看，因为排名按照得分由低到高进

行，排名越高意味着得分越低，从而中国的收入表

现已经远远超过了和平指数和国家能力指数的预

测。如果用国家能力来解释收入水平，已有的中
国国家能力指标远不能预测中国的收入水平。这
也就是为什么根据八项指标( 2000 年以前外部战
争普遍度、2000 年以前平均行政约束、2000 年以
前平均非公开行政招聘、民族同质性、英国法律起
源、斯堪的纳维亚法律起源、德国法律起源、社会
主义法律起源，中国在这些指标中的优势是民族

同质性和政治稳定性) 预测的中国排名应为 120
位，但实际排在 67位，误差超过了 50位。因为该
预测采用了 2006年的数值，考虑到过去十余年中
国经济的高增长，今天这个误差会更大。
将国家的生产性角色集中在财政和司法能力

上，很符合当今发达国家的典型事实，但是却忽略

了发展中国家政府能力中最重要的发展能力。发
展中国家的发展能力，尤其是产业政策设计和推

动能力，是发展中国家区别于发达国家国家能力

的重要部分。国家能力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
最早也来自于学者在东亚奇迹研究中观察到“东
亚国家的产业政策能力远远超过了非洲”的典型
事实后，经济学家才开始思考缺乏国家能力是非

洲发展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 Johnson，1982; Ams-
den，1989; Evans，1995; Gennaioli and Ｒainer，
2007; Michalopoulos and Papaioannou，2013; Ace-
moglu et al．，2015) 。在此基础上，1997 年的世界
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关注了“变革世界中的国家
(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如果考虑中
国的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或者是中国国家发展

经济学，很明显已有的国家能力框架对于产业政

策或者国家发展能力的重视还远远不够，而中国

又是过去 40年来产业政策和政府发展能力最强

的国家。在发展能力之外，现有理论对于安全能
力的研究也远远不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
和社会稳定，意味着巨大的“和平红利”，国内对
此研究还没有开始。这些都对现有的国家能力理
论和指标提出了比财税制度更加严峻的挑战，也

是研究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必修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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